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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使命”是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卓越科技工作者的核心内涵，是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动力。通过对我国22所理工类高校的96个高校科研团队为对象，讨论了团队创新使命对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深层影响“黑箱”。结果显示：团队创新使命会通过形成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正向科技创新动机，推动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从而实现理工类高校高质量创新，且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促进这一效果。故而，建议相关高校在积极推动与践行“创新使命”理念的同时，还应重视团队创新使命的嵌入机制与转化机制，树立“正确”的高校科研团队工作价值理念，形成“正能量”的团队工作动机，构建高效率的团队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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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mission" is one of the two fundamental task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 key task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By focusing on 96 research teams from 22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ep impact of team innovation mission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s, known as the "black bo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m innovation mission will promote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s by forming a positive motivation for team promoting regulatory focus, thereby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is effect.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actively promot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missio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bedding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eam innovation missions, establish a "correct" value concept for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work, form a "positive energy" team work motivation, and build an efficient team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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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十三五”以来，“创新使命”作为促进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关键内涵[1]，“如何培养创新使命，如何发挥创新使命的最大势能，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等问题，得到了学界与业界的高度关注[2]。在宏观层面，“创新使命”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保障高校科技创新供给效率，更有助于加快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3]。而在微观层面，“创新使命”有助于塑造工作场所的正向氛围[4]，并促进团队正向行为及结果，如组织韧性、工作绩效、创新效率等[5]；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高速迭代与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高校科研管理开始关注高校科研团队如何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变革、不断尝试，以保持高校的高水平创新供给效率[6]。由此而言，“创新使命”所弘扬的价值内涵与高校发展需求不谋而合；故而，揭示“创新使命”对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深层影响“黑箱”，对提升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与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着重大的使命意义。

创新使命实质上是一种以坚持质量、精益求精为核心内涵的正向科技创新理念（即工作价值观），是一种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实现领域科学原始创新的目标执著与工作追求[7]。如姚柱等人的发现，对科技创新工作者而言，正向工作价值观有助于强化个体心理韧性与组织（团队）认同，并能够显著提升其个体在科技创新场域的工作效率[4]。同时，闫佳祺等人认为个体工作价值观会在个体间交互过程中，聚合为群体工作价值观，且当群体工作价值观形成后，个体工作价值观会在该群体环境中，受群体工作价值观的干扰[8]。然而，在现有研究中，有关创新使命的讨论，多聚焦于宏观层面或微观个体层面，却鲜有学者从组织或团队等微观群体层面加以讨论[2]，这也为本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同时，根据调节焦点理论，团队创新使命赋予了团队内成员追求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意志，而个体的强烈科技创新意志，也将被转化为强烈的团队动机（如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等）[9]。Morgeson等人的研究便证实，在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特别是对科技创新团队来说，鲜明的正向团队工作价值观，有助于团队内成员形成积极的科技创新动机，进而使个体促进型调节焦点，聚合为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10]。而Sacramento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高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动机驱动下，团队内成员会为实现相应工作目标，而付出更多额外个体资源[11]。为此，本研究提出团队创新使命、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团队创新效率的“意志-动机-行为”理论框架，以讨论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在此间的过程机制。
此外，团队创新使命的有效性应存在显著的情境机制，并会受此边界条件的干扰，而领导行为作为重要组织情境，应是能够显著干预团队内成员行为的边界条件[12]。孙谋轩等人的研究证实，变革型领导作为典型的正向领导力，能够显著影响团队内成员的工作价值观及其个体行为[13]，并能够有效促进团队内成员的正向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帮助行为、建言行为等个体行为，亦或是组织韧性、团队绩效、团队创新效率等[14]。而变革型领导所引发的权变（情境）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内成员的的创新主体作用[15]，即管理者对团队成员所展现出的高度关照、关怀、善意、帮助等行为，可以有效改善其组织认同[16]，并塑造和谐积极的团队工作（创新）氛围，进而形成共识性的正向团队工作动机（如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17]。由此而言，本研究认为高创新效率的团队，一方面需要创新使命赋予团队内成员追求高品质工作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变革型领导为团队创新使命实践指引“方向”。
综合上述，本研究将基于调节焦点理论，以我国理工类高校的高校科研团队为对象，通过连续10个月的经验取样调查，揭示团队创新使命对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深层影响“黑箱”，并同时检视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变革型领导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以为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做出最大的贡献。

2  研究假说

2.1  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创新效率
“使命”一词最早起源于宗教用语，旨在让接受对象认为身受神赐，而推动某项社会工作，之后被学界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逐步演化为企业使命、工作使命等，意在赋予工作特定的使命意义。本研究参考姚柱等人的做法[4]，将使命引入团队创新领域，并认为团队创新使命是工作使命在团队创新过程中的延伸与体现。也就是说，“创新使命”是个体在工作场所中形成的特定正向工作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在于能够体现个体坚持心之所向的坚韧意志；而这种能够促使个体为那些值得为之奋斗而坚信的意志，为个体行为树立了高标准的角色模范[18]，即具备高水平科技创新使命的工作者会为其个体工作行为设定一个高于常规的标准，以保障其对高工作品质（效率）的追求。而团队创新使命则是基于个体创新使命的示范效应与辐射效应，逐步形成的一种群体层面的正向工作价值观[19]。要提升团队创新效率，一方面，需要团队内成员通过长期坚持与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价值与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团队内成员的通力合作与知识交互[20]。根据工作使命的内涵差异，团队创新使命可分为外部召唤、人生价值与社会动机三类。首先，外部召唤是团队成员为完成某项工作，而乐于开展相关团队创新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积极主观”的团队行为[21]；其次，人生价值是团队成员通过协同创新工作，而产生的群体性自我实现感知，如“打破记录”、“突破极限”等[22]；其三，社会动机则是团队成员所开展的协同创新工作，能够赢得社会大众之认可，所产生的社会性群体荣誉感知。即便团队成员在加入团队前的境遇各不相同，但若能快速融入团队，形成团队创新使命共鸣，则可快速提升团队创新效率[23]。由此而言，作为一种可以体现团队精益求精、责任担当、团结一致的正向工作价值观，团队创新使命可以有效激发团队内成员的学习自主性与个体间知识交互意愿，进而有效推动团队创新效率提升。具体而言：
（1）对高工作品质（效率）的追求，决定了团队的学习意识与合作意识。“勇于创新”作为团队创新使命的核心内涵，是弘扬创新使命的根本要义，是培养“大国工匠”的关键要素[24]；对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工作品质（效率）追求，将诱发团队内成员的动机机制，使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始终秉承“坚持不懈”、“细致入微”、“共克难关”等对高工作品质的追求[25]。故而，团队创新使命能够激发团队内成员“想干事”、“能干事”的科技创新态度、追求，以及与其他成员的知识交互意愿，从而强化团队的自我学习机制与协同创新机制。

（2）对工作责任感的强化，决定了团队的挑战精神与使命担当。姚柱等人的研究发现，创新使命等正向工作价值观有助于优化团队内成员的工作责任意识[4]，而在责任机制驱动下，团队整体的“识别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并通过不断主动探索与优化流程，提高工作品质（效率）。同时，对高创新使命的团队而言，其之所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目标，而是通过创造高品质、高效率或高标志性的成果（成就），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26]；同时，创新使命可以有效激活科技创新工作者的个体工作使命感，使之树立强烈的主体意志，并使其在科技创新工作（团队）中展现出“主人翁”般的工作态度[27]。故而，团队创新使命所赋予团队内成员的挑战精神与使命担当，可以有效提升团队内成员的工作能力与效率，进而有助于加快团队创新效率提升。
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团队创新使命可以通过强化团队内成员对工作品质（效率）的追求及工作责任感，有效提升团队创新能力与工作韧性，进而有效提高团队创新效率。故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团队创新使命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
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是指由团队内成员追求进步与成长的正向工作动机聚合而成的群体性正向工作动机[28]。按照调节焦点理论，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是一种强调“前进”的工作动机，可以在具有典型发展导向特质的正向工作价值观与团队正向行为（结果）之间，起到显著的“桥梁”作用[29]。而从概念角度来看，团队创新使命亦是强调个体成长的一种典型的具有发展导向特质的正向工作价值观[4]。因此，团队创新使命作为科技创新工作者工作价值观的深层内涵，不仅强调“责任”与“义务”，更激发了团队内成员对科技创新“成就”、“抱负”、“理想”等方面的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2]。同时，团队创新使命具有对个体正向激励的长期性特质，可以有效提升团队内成员的心理韧性，让团队长时间保持积极、饱满的科技创新氛围[30]。如杜鹏程等人的研究发现，创新使命可以使个体长期保持对追求工作目标的正向动机[21]，以促使团队内成员将更多时间、精力等个体资源，不断投入到工作当中，并锲而不舍的追求“大国工匠”的使命担当[31]。

由此而言，团队创新使命可以让团队内成员催生出如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等正向动机，进而推动团队创新效率的稳定提升[32]。其实现机制在于：首先，在团队创新使命的引领下，团队内成员个体对“成长”、“抱负”、“理想”等积极动机，强化了其个体促进型调节焦点，并有助于形成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而在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群体动机驱动下，团队工作氛围趋向于积极应对、勇于挑战，团队创新效率亦随之显著提升[33]。其次，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能够有效优化团队内成员的工作状态，有助于改善个体的工作习惯，提升其对工作任务的完成标准（效率），使其更加关注团队工作中的各项信息，并提出积极建言或帮助行为；如此而言，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优化了团队内成员间的知识交互效率，这亦是对团队创新效率提升的有力支持[34]。故而，本研究认为团队创新使命有助于强化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并有效提升团队创新效率。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说：

H2：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会在团队创新使命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2.3  变革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按照调节焦点理论的观点，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源于团队内成员对个人成长、美好生活与理想抱负的共同向往与追求[9]。而变革型领导则可基于其“高效率”特征，让管理者以多方面的照顾、关怀、包容、关怀、交易、互助等手段，提高团队内成员的对内向心力，以激发其对团队工作的使命感及责任感，从而使团队逐步形成“肝胆相照”、“携手并进”的工作氛围，以塑造其对团队高工作品质（效率）的追求[13]。由此而言，当团队管理者具备较高的变革型领导特征时，团队创新使命能够更快（有效）的转化为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35]。其原理包括：

（1）变革型领导有助于达成团队动机共识。团队创新效率的稳定提升必然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变革型领导可有效凝聚团队内成员，形成良性团队内人机关系，促进团队和谐创新氛围，并在团队创新使命的引领下，统一团队价值与成员价值的辩证关系，进而形成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以为团队阐明未来方向[36]。由此而言，在变革型领导的情境干预下，团队创新使命不仅有助于融合团队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更可借助价值实现机制的统一，减少团队内资源空耗，让团队内成员拧成一股绳，为团队创新效率提升而坚持不懈的拼搏与挑战。
（2）变革型领导有助于促进个体资源投入。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内成员的“公私”关怀，不仅为上下级之间，构筑了有效的交互渠道，更可以此鼓励与帮助团队内成员，使其能够更快更完善的融入团队创新节奏[13]。在变革型领导的情境下，团队创新使命可以更好的优化团队创新的标准上限，更可使其将对“高标准（高效率）”的追求转化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动机[15]。同时，变革型领导不仅强调管理者对团队内成员的关照与帮助，更强调赋予其信任、责任与担当，让其个体用于尝试自我价值提升，以激发其个体对“高标准（效率）”的追求动机[14]。时勘等人的研究便证实，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内成员的充分信任，促进了创新使命的赋能效果，使个体更容易倾向于促进型调节焦点[31]；而何国华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变革型领导激化了团队正向工作价值观的动机转化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团队正向动机机制的形成或转化[19]。
（3）变革型领导有助于摒弃团队创新的“畏难”包袱。“畏难”意识是造成目前我国各大组织创新效率迟滞的最大因素，也是制约创新使命赋能高校科技创新供给的主要问题[13]。而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内成员的关怀机制（积极行为），一方面，可从情感方面，鼓励个体积极面对创新失败，并通过上下级之间的积极交互行为，鼓励个体勇于接受挑战性创新[37]；另一方面，还将从组织方面，减少个体对创新失败的“思想包袱”约束，如给予个体或团队更多创新资源，以鼓励其勇于创新，亦或是通过相关制度，减少个体或团队创新失败的惩罚机制[38]。同时，即便团队内成员在创新过程中，无论是失败、结果不佳或遭遇变故，变革型领导亦将以包容为主，安抚成员心态，再以相关激励手段，培养团队抗压性与韧性，从而让团队内成员可以心无旁骛的追求团队创新使命之所求，即创新质量（效率）的提升之道[39]。

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变革型领导有助于为进一步发挥团队创新使命赋能效应，有助于降低个体（团队）的心理负担，有助于达成团队自我价值实现的动机共识，更有助于激发个体投入更多资源以推动团队创新效率提升。故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变革型领导会在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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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图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来源与研究计划
为探索团队创新使命对理工类高校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提升机制，本研究以我国理工类高校的高校科研团队为对象，并通过行业协会等渠道，得到了36所理工类高校的127个高校科研团队的支持。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鉴于以往静态研究之局限，将采用经验取样法的动态研究范式，进行连续10个月的日记式调研。具体研究计划为：

（1）调研预备阶段。在正式调研之前，本研究首先向被试者（高校科研团队成员）介绍正式调研的相关内容（含文本型与视频型），其中包括调研过程、内容、要求等。同时，收集被试者所在单位的相关人口统计学信息及相关资料（含被试者填答的变革型领导量表）。

（2）正式调研阶段。要求被试者在正式调研的连续10个月中，于每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6点（线上方式，时限为15分钟），依据其上月工作情况，填答相关资料（含团队创新使命量表、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量表等）；同时，要求被试者所在团队管理者提供团队相关成员本月的相关工作效率资料，以用于计算团队创新效率。

最后，历经10个月的经验取样调研，再剔除无效样本后，本研究共获得了22所理工类高校的96个高校科研团队的相关调研数据。其中，在组织层面，来自非“双一流”高校占比27.27%，科研团队建设在3年以上的团队样本占比68.18%，高校科研团队总人数在30~50人的样本占比63.64%；在团队层面，团队平均共事时间超过1年的样本团队占比近78.13%，有效样本中团队成员平均人数在4人及以上的样本团队占比67.71%以上；在个体层面，男性被试者占比55.21%，具备硕士以上教育背景的被试者占比85.42%，具备同行业3~5年研发工作经历的被试者占比76.04%。
3.2  测量工具
（1）团队创新使命。本研究采用姚柱等人开发的5题项量表[4]，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观测，并以团队成员的填答均值形式聚合（Cronbach`s α=0.879）。

（2）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本研究采用蒋永文等人开发的4题项量表[28]，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观测，并以团队成员的填答均值形式聚合（Cronbach`s α=0.838）。

（3）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由于有关团队创新效率的观测，目前尚未有学者驻足讨论及量表开发。因此，本研究参考程豹等人的做法[29]，以所在团队的月度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其具体做法为：从“项目进度完成率”、“发明申报”、“实用新型申报”、“外观申报”四个方面，计算月度团队创新效率，并依据计算结果水平，转化为分类变量（李克特7点量表：5%以下~200%以上），以用于观测团队创新效率（Cronbach`s α=0.837）。

（4）变革型领导。本研究采用孙谋轩等人开发的5题项量表[13]，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观测（Cronbach`s α=0.867）。
（5）控制变量。本研究参考相关学者的做法，以绩效压力、组织投入、组织性质为组织层次的控制变量[40]；并以团队规模、团队年龄、团队平均收入为团队层次的控制变量，并以团队成员的填答均值形式聚合。

4  数据分析
4.1  聚合效度检验
鉴于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同为团队层面，且均源自团队内成员的均值聚合，故需要检视其变量的聚合效度。为此，本研究按照Edwards等人的做法进行检验[41]，结果证实团队创新使命（RWG=0.903，ICC(1)=0.291，ICC(2)=0.629）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RWG=0.917，ICC(1)=0.450，ICC(2)=0.870）的聚合效度指标均满足阈值要求，满足个体层次变量聚合为团队层次变量的相关要求。同时，为检验模型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MCFA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优于其他模型（χ2/df= 2.718，GFI = 0.979，CFI = 0.988，SRMR = 0.027，RMSEA = 0.042），且首因子旋转后的方差率低于40%（CMV=36.01%），说明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模型具备较高的区分效度，并证实样本数据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较小，适合于开展更进一步的检验。
4.2  描述性检验
根据表1的结果显示，团队创新使命等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0.047~0.482之间呈现显著，且各主要变量的VIF系数、CR系数、AVE系数等均满足阈值要求，说明样本数据受多重共线性的干扰较小。此外，为避免反应偏差的干扰，本研究对有效样本与无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指标进行方差检验，证实二者间不存在显著样本差异。
表1  描述性检验结果

	　
	M
	SD
	1
	2
	3
	4
	5

	组织层次（N=96）：
	
	
	　
	　
	　
	
	

	绩效压力
	2.50
	0.503
	
	
	
	
	

	组织投入
	3.01
	0.533
	-0.177*
	
	
	
	

	组织性质
	2.88
	0.567
	0.111
	-0.205*
	
	
	

	变革型领导
	3.58
	0.848
	-0.041
	-0.052
	-0.06
	
	

	团队层次（N=960）：
	
	
	
	
	
	
	

	团队规模
	1.52
	0.5
	
	
	
	
	

	团队年龄
	1.95
	0.498
	-0.143***
	
	
	
	

	团队平均收入
	1.86
	0.58
	0.079*
	-0.314***
	
	
	

	团队创新使命
	2.98
	0.732
	-0.028*
	0.070*
	0.061*
	
	

	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
	3.04
	0.625
	-0.035
	0.056*
	0.046
	0.390***
	

	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
	2.46
	0.793
	-0.108***
	-0.045
	0.119***
	0.493***
	0.433***


注：***=0.001、**=0.01、*=0.05（后同）
4.3  假设检验
本研究参考Edwards等人的做法[41]，采用多层嵌套模型进行假设检验：（1）直接效应检验。团队创新使命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的正向影响显著（γ = 0.398，p < 0. 001），说明团队创新使命可以有效促进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提升，H1的假说得到了有力支持。（2）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按照Edwards等人的做法[41]，在直接效应显著的前提下，分别检验了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影响关系；其后，将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在团队创新使命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γ直接= 0.246，p < 0. 001，γ间接= 0.201，p < 0. 001，95%，CI=[0.161，0.244]），说明团队创新使命确可通过激活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间接提升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H2的假说得到了有力支持。（3）调节效应检验。根据图2的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在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同时，为了更进一步的检视这一效果，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将变革型领导以增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分别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γ高 = 0.250，p ＜ 0. 001，95%，CI=[0.202，0.300]）、低水平（γ低 = 0.135，p ＜ 0. 001，95%，CI=[0.092，0.178]）与差异水平下（∆γ = 0.115，p ＜ 0. 001，95%，CI=[0.110，0.122]），变革型领导的调节作用依旧显著，证明了在变革型领导的情境下，团队创新使命可以更好的激发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并以此进一步提升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H3的假说得到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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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交互效应结果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我国22所理工类高校的96个高校科研团队为对象，通过连续10个月的经验取样调查，讨论了团队创新使命对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的深层影响“黑箱”。研究结果显示：（1）团队创新使命能够显著提升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2）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可以在团队创新使命与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是团队创新使命的重要过程机制；（3）变革型领导的情境机制是进一步发挥团队创新使命下行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根据研究结论，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

（1）揭示了团队创新使命的深层影响“黑箱”。以往研究在创新使命的内涵、观测，以及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创新使命如何通过影响微观个体，将影响范围延伸至微观群体层面及宏观层面，却仍未得到有效的回答。鉴于微观群体层面（如团队层面）的创新使命影响，普遍具有长期性、自主性和探索性等特征，故而，本研究基于调节焦点理论，检视了团队创新使命如何通过对团队内成员个体的正向干预，树立团队整体（群体）的正向工作动机，从而在本质上促进团队创新效率的稳定提升。该结论不仅印证了姚柱等人的呼吁与假说[4]，更丰富了我国创新使命领域的研究内涵，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2）检视了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过程机制。本研究参考曹元坤等人的做法[20]，构建了一个基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意志-动机-行为”理论框架，并通过调研分析发现：首先，团队创新使命对个体正向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会促使个体追求的高工作专注、高工作标准或高工作效率，从而为团队的可持续创新夯实基础。其次，按照Morgeson等人的观点[10]，个体间的调节焦点会凝聚成团队的群体性调节焦点，而在团队创新使命的正向工作意志引导下，个体调节焦点倾向会趋从于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正向工作动机，进而让团队内成员在不断精进工作业务及挑战创新过程中，稳固实现团队创新效率提升的初衷。该观点不仅拓展了调节焦点理论在群体层面的研究边界，更为进一步探索团队调节焦点的深层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3）验证了变革型领导的情境机制。就创新使命的情境机制讨论，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宏观环境层面或微观个体层面，仅有少数学者从组织层面视角加以讨论，且缺乏实证经验的检验。而本研究通过多层嵌套视角，验证了变革型领导在团队创新使命与团队创新效率之间的情境机制，其结论亦丰富了创新使命领域的情境机制研究，并从侧方面印证了正向领导力（变革型领导）与正向工作价值观（团队创新使命）之间相辅相成的匹配关系。故而，该结论的提出，填补了创新使命领域“过分关注细节，但缺乏有效实现机制”的研究空白，为进一步探索我国创新使命的深层内涵与价值贡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5.2  管理建议与对策
根据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管理建议与对策：
（1）“重嵌入”——充分关注团队创新使命的嵌入机制，培养正向工作价值观。根据研究结论，团队创新使命能够显著提升团队创新效率，这便说明团队内的创新使命引领越高，团队内成员对高品质（效率）工作的追求动机便越强，便越能够在对工作的不断改善优化过程中，实现团队创新价值溢出。由此而言，鉴于正向工作价值观形成的长期性特质考量，相关高校管理者可从日常团队培训、奖惩制度等组织文化手段入手，有意识的逐步培育团队内成员的团队创新使命，并将此视作培养卓越科技工作者的重要载体；同时，还可借助角色（榜样）塑造等日常化方式，配合组织文化手段，潜移默化的将团队创新使命，镌刻在其日常工作当中，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不负韶华”的重要讲话精神。

（2）“重转化”——充分发挥团队创新使命的转化机制，构建高效率创新团队。根据研究结论，团队创新使命会形成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正向工作动机，进而转化为有利于团队创新效率提升的正向工作行为。由此而言，相关高校管理者须在工作实践过程中，注重团队创新使命的宣传工作与培育体系建设，还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其转化为强而有力的团队促进型调节焦点，方可实现团队创新价值的提升初衷。具体而言：首先，管理者可借助正向领导力特质，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为团队树立旗帜鲜明的创新使命“风向标”，以正能量的角色模范，鼓励团队内成员积极效仿，以逐步将科技创新使命植入团队，嵌入每一个团队内成员的角色印记中，进而为正向工作动机转化为正向工作行为，奠定思想的基础。其次，管理者亦可借助变革型领导的华人本土领导力特质优势，利用上下级之间的多元化关怀（激励），为团队内成员提供践行团队创新使命所需的相关资源，并可同时借助变革型领导的家长式管理机制，有效促进团队内知识交互意愿与工作氛围，实现团队内的“高知识分享”、“高帮助行为”及“高协同行为”等正向团队行为，从而为团队创新效率提升，塑造优渥的“创新土壤”。
参考文献：
[1] 姚柱, 张显春, 熊正德. TMT工作使命感、双元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5): 87-94. 

[2] GROSSER T J, OBSTFELD D, CHOI E W, et al. A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employee innovativeness and job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olitical skill and network structur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8, 29(4): 612-632. 

[3] 顾江洪, 江新会, 丁世青, 等. 职业使命感驱动的工作投入：对工作与个人资源效应的超越和强化[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2): 107-120. 

[4] 姚柱, 张显春. 团队创新使命、隐性知识共享与团队创新绩效 [J]. 软科学, 2021, 35 (7): 78-83+97. 

[5] 杨倩, 焦特, 雷亚萍. 团队心理资本对个体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15): 139-147. 

[6] 万涛, 大月博司. 科技创新团队基于价值链的创新绩效管理[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8): 142-147. 

[7] 连瑞瑞, 刘杰, 陈坤. 科研人员职业抱负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1(6):31-38. 

[8] 闫佳祺, 罗瑾琏. 科研团队双元领导与创新绩效[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11): 2103-2112. 

[9] 赵炎, 王玉仙, 李璐莹. 认知冲突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 内外部网络联结强度的调节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7): 95-101. 

[10] MORGESON, F. P. , & HOFMANN, D. A.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 Implications for multilevel research and theory develop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 249-265. 

[11] SACRAMENTO, C. A. , FAY, D. , & WEST, M. A. Workplace duties or opportunities? Challenge stressors, regulatory focus, and creativit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3, 121: 141-157. 

[12] 于桂兰, 陈丽芳, 付博等. 协同多来源领导力能助推团队创新吗：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23): 141-149. 

[13] 孙谋轩, 朱方伟, 国佳宁等.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研究[J]. 管理评论, 2023, 35(9): 169-180. 

[14] 杨朦晰, 陈万思, 周卿钰, 等. 中国情境下领导力研究知识图谱与演进：1949-2018年题名文献计量[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4): 89-94. 

[15] 邸昂, 夏天添, 郑英紫等. 团队内竞合博弈对团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响应面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5): 127-135. 

[16] 赛云秀, 常鹏.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2(1): 25-32. 

[17] 赵炎, 王嘉惠, 胡天骄. 团队冲突下创新团队内外部连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2): 139-148. 

[18] MAZZUCATO M. 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8, 27(5): 803-815. 

[19] 何国华, 郑馨念, 王雁飞等. 基于工作重塑视角的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变革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3, 20(3): 378-388. 

[20] 曹元坤, 徐红丹. 调节焦点理论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述评[J]. 管理学报, 2017, 14(8): 1254-1262. 

[21] 杜鹏程, 刘升阳. 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 基于工作重塑的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3): 111-120. 

[22] 毛畅果. 调节焦点理论: 组织管理中的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4): 682-690. 

[23] 何文心, 刘新梅. 团队防御型调节焦点对新产品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J]. 管理学报, 2021, 18(5): 712-721. 

[24] BROCKNER J, HIGGINS E T.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s at work[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1, 86(1): 35-66. 

[25] 连瑞瑞, 刘杰, 陈坤. 科研人员职业抱负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1(6): 31-38.

[26] 杜小武, 汪岩. 家长式领导、组织认同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9(1): 39-45+52.

[27] 夏天添. 仁慈型领导必然提升员工创新绩效吗？: 基于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J]. 企业经济, 2020, 39(12): 97-105. 

[28] 蒋永文, 夏天添, 王玉光, 等. 团队调节焦点如何提升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 来自经验取样法的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 198(1): 104-110. 

[29] 程豹, 夏天添, 罗文豪. 团队内领地行为如何降低团队创新效率：团队知识隐藏的中介作用和道德型领导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23, 35(3): 61-70. 

[30] 凌玲, 闫燕. 可雇佣能力视角下的员工创新行为形成机理及组织引导策略[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16): 154-160. 

[31] 时勘, 宋旭东, 周瑞华等.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与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J]. 心理研究, 2022, 15(6): 526-535. 

[32] YUHYUNG SHIN; MIHEE KIM; JIN NAM CHOI; SANG-HOON LEE. Does Team Culture Matter? Roles of Team Culture and Collective Regulatory Focus in Team Task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6, 41(2): 232-265. 

[33] KIM S S, SHIN D, VOUGH H C, et al. How do callings relate to job performance?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ideological contract fulfillment[J]. Human Relations, 2018, 71(10): 1319 -1347. 

[34] 徐洋洋, 林新奇, 习怡衡. 孤独的员工何时会更投入：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和变革型领导的干预效应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5): 79-89. 

[35] 薛静, 陈敏灵, 谢小艳等.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的评价研究[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2(2): 44-51+105. 

[36] 张婉莹, 毛亚庆. 校长变革型领导如何影响教师组织承诺: 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J]. 教育研究, 2022, 43(6): 134-147. 

[37] 万涛. 科技创新团队创新增效运营模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7): 23-29. 

[38] 王萍, 陈超颖. 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作用对团队创新的影响: 基于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21): 130-141. 

[39] 蒋兴华, 柴诗咏, 范心雨等.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创新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科研团队主体视角的实证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18): 8-14. 

[40] 夏天添, 张振铎, 万鹏宇. “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19): 105-112. 

[41] EDWARDS, J. R. , & PARRY, M. E. On the use of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to difference scor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6), 1577-1613. 

作者简介：黄东（1993－），男，云南昭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夏天添（1989－），男，上海人，通信作者，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王慧（1985－），女，江西南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郑英紫（2000－），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


